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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引发新一轮

中东危机，拜登政府的应对之策包括：在支持以色列

自卫权、寻求人质安全和释放的同时，防止冲突扩

大、升级，并着手处理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制定战后

重建计划。拜登政府为此在中东展开一系列外交活

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美
国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戴维·萨特菲尔德(David
Satterfield)，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以下简称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William Burns)数次出访中东，其中令人好奇或疑惑

的是，伯恩斯与中东诸国情报机构首脑就人质问题

举行多轮外交磋商，①拜登政府为什么借助中情局从

事外交活动?媒体调研显示，情报机构从事外交活

动，在国际事务中并非某种全新的现象，主要事例包

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纳粹德国为寻求

与西方媾和而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瑞士进行谈判；

以色列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情报机构为

拓展、深化该国的对外交往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美

苏情报机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进行多层级、多渠

道接触，试图通过谈判和信息传递缓解危机；英国军

情六处(MI6)为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建立了重要的

谈判渠道；“9·11”事件后，美国中情局为在阿富汗和

伊拉克建立反恐联盟而与当地某些部落和宗教派别

进行接触和谈判；等等。②尤其是，鉴于与伯恩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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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谈判在地缘政治背景上的相似性，相当一部分媒

体调研报道都提及中情局在 1994年至 2002年期间

参与巴以和平进程的事例。③

1994年至 2002年期间，中情局在克林顿政府主

导的巴以和平进程中发挥较为重要的外交作用：

1994年至 1996年，中情局通过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提供安全援助，试图在增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下

简称“巴自治政府”)情报机构反恐能力的基础上，促

进巴以安全合作；从1996年初开始，在巴以和平进程

不断为双方的暴力冲突所中断的背景下，中情局通

过在巴以之间的斡旋、调解，试图促成双方结束冲

突，恢复安全合作，进而挽救和平进程。④上述媒体

调研在提及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的事例后强

调，伯恩斯以中情局局长身份从事有关人质问题的

谈判，是拜登政府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践行“情报外

交”(Intelligence Diplomacy)的重要体现。⑤

本文旨在通过中情局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案例

分析，归纳、抽象出情报机构从事外交的更具普遍适

用性的战略逻辑，并将其应用于对美国当今“情报外

交”的考察。

一、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

所谓“情报外交”，是近年来兴起于美国情报界

的一种战略概念或倡议，其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国务

院负责情报和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
retary for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布雷特·霍尔姆格

林 (Brett M. Holmgren)和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霍尔姆格林、伯恩斯及美国外交界和情报界的其他

一些人士指出，新兴技术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更有效

的途径和方法，以数字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情报界

是美国重要的战略资产，但这种资产不应局限于维

持和增进情报优势本身，而应将这种优势应用于其

他领域的战略竞争，即情报赋能竞争；情报赋能竞争

不仅仅指为其他领域的竞争提供信息或知识，而在

于情报界积极参与其他领域的战略竞争，突破传统

“情报”范式束缚，以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具体行动，成

为战略竞争的参与者和有力的竞争工具或武器；拜

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活动及其

有效性，预示着情报界在大国竞争中大有可为，“情

报赋能竞争”首先可通过“情报赋能外交”——“情报

外交”——得以体现，即情报机构直接参与某些外交

活动，以提升此类活动的有效性，尤其是那些旨在

“去冲突、去风险”(deconflict，derisk)，有助于危机管

控和地区局势稳定的外交活动，尽管情报机构也可

能在其他外交活动中发挥作用。⑥

迄今为止，美国情报界和外交人士尚未就“情报

外交”形成明确、统一和权威的定义，但从以上介绍

可看出，“情报外交”主要是指源自美国情报界的一

项战略倡议，旨在将美国的情报优势用于外交领域

的战略竞争，通过情报机构直接参与外交活动，实现

情报赋能外交，赢取竞争优势。⑦但美国情报界——

甚至更为广泛的美国战略界，尚未阐明的重要问题

则是“情报外交”的战略逻辑，即在新的大国竞争背

景下，美国外交为何需要赋能，而情报界为何能够赋

能美国外交?尽管有美国和中东的媒体将伯恩斯人

质谈判视为“情报外交”的具体实践，但相关报道主

要涉及这些谈判的议题和分歧，没有说明为什么需

要由情报机构从事此类谈判，无助于我们理解“情报

外交”的战略逻辑，而情报、外交或战略研究界也尚

未就“情报外交”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为理解美国情报界倡导的“情报外交”，本文对

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1994～2002年)的历史案

例进行研究：首先借助情报和国际冲突研究文献，就

如何考察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及如何

借助该案例理解“情报外交”确立分析框架，以此为

基础，考察中情局 1994年至 2002年期间在巴以和平

进程中的外交活动，阐释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

外交活动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作为理解美国当今

的“情报外交”的参照并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1.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外交活动

直接涉及该议题的文献很少，最有参考价值的

是先后以中情局副局长和局长身份参与巴以和平进

程一系列峰会的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撰写的

回忆录《位于风暴中心：我在中情局的岁月》(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My Years at the CIA)，特尼特在书

中以长达三章的篇幅(第 4章至第 6章)描述他本人及

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历程；⑧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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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从事情报研究的专家希罗姆·西皮若(Shlomo
Shpiro)在 2003年发表于《生存》(Survival)的文章《作

为中东和平掮客的中情局?》(The CIA as Middle East
Peace Broker?)，该文全面描述了冷战以来中情局在

中东从事和平活动的历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情

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的情况；⑨最后则是美国美利坚

大学教授安东万·圣约翰(Anthony Wanis-St.John)撰
写的专著《后门谈判：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保密性》

(Back Channel Negotiation：Secrecy in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该著述主要论述秘密外交在中东和平

进程中的作用，部分涉及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

的外交活动。⑩

上述文献对于了解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

外交活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缺陷在于没有阐明

中情局从事此类活动的原因。

2.情报机构参与外交活动

涉及此议题的文献主要来自两大研究领域：一

是和平与冲突研究；二是情报研究。

这两大领域的相关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情报

机构参与外交活动的类别，主要包括：危机管控——

即在重大国际危机中，情报机构成为重要的“信号”

传输渠道，当事国利用情报机构递送信息，避免冲突

升级，管控危机，相关研究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

例，论述情报机构在危机管控中的作用及其局限；结

束对外冲突或战争——即一国为结束久拖不决的对

外战事而利用情报机构与对手接触、谈判，如纳粹德

国为结束西线战事、实现与西方单独媾和而利用其

情报渠道，与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代表谈判；海外

和平干预——即大国(尤其是美国)在海外地区战略

中利用情报机构从事“去冲突、去风险”外交活动，以

和平手段营造有利于维持、提升其影响力的地区环

境，具体包括：以安全援助推动国家重建，以及以斡

旋管控危机、延续和解。这些活动类别的划分为考

察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一定

的参考路径。

这两大领域对情报机构参与外交活动的解释各

有侧重：

和平与冲突研究领域的文献更多地以外交活动

的需求为视角，解释情报机构参与此类活动的现象，

强调外交政策实施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秘密和跨

域是某些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所有对外

政策的实施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某些政策在

实施过程中的保密程度更高，这类政策往往牵涉当

事各方的诸多利益，为防止国内外反对势力为政策

实施制造障碍，相关政策的实施需要避开国内外公

众的耳目，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某些对外政策应对的

问题本身高度复杂，其有效实施需借助其他领域的

知识和资源。

情报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则更多地从情报机构

的特质和战略资产来解释情报机构从事外交活动的

原因，强调保密和隐秘性是情报机构固有的属性，其

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往往鲜为人知。在隐秘状态下

从事各种活动，严格遵守保密规则，是情报职业的要

务，也是情报机构区别于其他政府部门的重要特质。

但保密和隐秘性本身不是情报机构的目标，其活动

在于以保密和隐秘为掩护，收集、分析目标信息，从

事海外秘密行动，此类行动在相当时间和场合以政

治战、经济战、心理战等具有破坏性的形式出现，基

于情报收集和秘密行动需要，大国情报机构(尤其是

美国中情局)在海外建有庞大的情报网络，其重要标

志就是分布于战略要地的地区情报站以及以其为节

点的地区社会网络，这些网络不但触及当地政府各

部，且深入当地社会，包括各党派、行业工会、教育、

各种非政府组织等，使情报机构具备与多种势力打

交道的能力。

上述两大文献分别以特定外交需求及情报机构

自身特质和资产为视角，阐释情报机构参与外交活

动的原因，对我们考察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

事外交活动的原因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未能将特

定外交需求与情报机构具备的特质和能力结合起来

考察，不够系统和完整。

(二)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本文旨在通过中情局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案例

分析，归纳、抽象出情报机构从事外交的更具普遍适

用性的战略逻辑，并将其应用于对美国当今“情报外

交”的考察。

本文首先论述中情局参与中东和平进程(1994
年至 2002年)的历史案例。借助上述“文献综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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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情报机构参与外交活动的类别，以“海外和平

干预”中的两类活动——安全援助和外交斡旋——

为分析要素，进行资料的收集、归类和分析，而资料

来源则是上文提及的乔治·特尼特的回忆录、希罗

姆·西皮若的文章，以及安东万·圣约翰的著述。

在此基础上，阐释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的

原因，并归纳、总结出较具普遍适用性的情报机构从

事外交活动的逻辑。笔者此处将和平与冲突研究以

及情报研究的思路相结合，以对外战略实施中战略

工具的“需求-供给”为视角，将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

动的特定需求与中情局自身的特质和能力结合起来

考察，探析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外交活动

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就情报机构从事外交活动的

较具普遍适用性的逻辑得出结论，此处最重要的分

析要素就是(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特定需求与

情报机构(中情局)自身的特质和能力。

本文在将情报机构从事外交活动的逻辑应用于

新的大国竞争时代、考察“情报外交”时，仍然沿用上

述分析框架，即以对外战略实施中战略工具的“需

求-供给”为视角，将外交为何需要赋能(美国在大国

竞争战略中的外交活动的特定需求)与情报为何能

够赋能(情报界自身的特质和能力)结合起来考察，分

析要素就是(大国竞争战略)外交活动的特定需求与

情报机构(美国情报界)自身的特质和能力。

二、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外交活动(1994
年至2002年)

1993年 1月入主白宫的克林顿总统将缔造中东

持久和平列入其重要外交议事日程，以埃及-以色列

及约旦-以色列的和解为基础，重点寻求巴勒斯坦与

以色列实现和解，并为此倾注大量政治资本和外交

资源。1993年 9月签署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
cords)标志着巴以和解取得重大进展，除实现以色列

和“巴自治政府”相互承认外，该协议规划了巴以实

现全面和解的“路线图”，即在巴以结束武装冲突、稳

定安全局势的前提下，实现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

和人道主义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全面和解。安全问

题是中东和平进程能否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围绕

该问题，中情局于 1994年至 2002年期间积极参与巴

以和平进程，其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通过安全援助塑造有利于全面和解的安全

环境

巴以持久、全面和平首先取决于双方结束冲突

并就维持当地和平进行安全合作；美国、以色列和

巴自治政府就落实《奥斯陆协议》达成较为一致的

见解，即：巴以安全合作有赖于一个合法、权威和强

大的巴自治政府及其下辖的安全部门；既有的巴自

治政府安全部门主要源自“法塔赫”准军事部队，其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就能力而言，缺乏现代国家在

安全领域的情报能力和行动能力。从组织和制度

上看，《奥斯陆协议》签署之时，巴自治政府辖区内

存在多个安全情报机构并存、各自为政、职权重叠

的混乱局面，有损于巴自治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

在影响巴自治政府反恐有效性的同时，也令巴以反

恐合作无从实施，因为以方情报机构无法从巴方职

权不清、缺乏权威的诸多安全机构中确定适当的对

话及合作伙伴。美以双方均认为，能力不足以及

巴自治政府缺失集中统一且兼具合法性和权威性

的安全情报机构，是巴以有效反恐合作的重要障

碍，并对和平进程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巴自治政

府按现代国家安全理念改革、完善安全部门，是巴

勒斯坦国家重建的核心，也是外界向巴自治政府提

供安全援助的重要目标，而强化情报机构能力，建

立现代情报制度则是此类援助的重要内容。《奥斯

陆协议》签署后，经克林顿总统授权和巴以双方同

意，中情局从 1994年开始，向巴自治政府提供以情

报建设为导向的安全援助，包括培训、指导、情报设

备以及情报制度建设方案。

在 1994年至 1996年期间，数百名巴自治政府安

全官员先后在巴自治政府管辖区域和中情局在美国

的训练基地，参加中情局开设的训练课程，包括特工

招募和管控、秘密通信、审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

安全、数据调查、情报分析和报告、武器使用和格斗，

以及后勤支持等。在仅限于中情局在美国训练基地

开设的高级课程中，中情局教官向受训的巴自治政

府安全官员传授隐秘观测和摄像、电子侦听、夜间观

测、人质谈判，以及反恐等技术。中情局还与美国国

内执法部门合作，安排巴自治政府安全官员参加联

邦调查局和州-地方警察部门开设的培训，包括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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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炸弹拆除和防暴事务等。同一时期内，中情局

向巴自治政府安全机构提供了一系列尖端情报设

备，包括微型监听和观测装置、自动通信扫描仪、夜

视仪、小型武器和影像设备等。中情局还出资兴建

了位于拉马拉(Ramallah)附近的巴自治政府预防安

全局(the Preventive Security Service)总部办公大楼及

附属设施。

中情局在向巴自治政府提供上述援助的同时，

敦促阿拉法特改革相关情报制度，强调以集中、统一

的建制原则为指导，在整合位于不同地方(西岸和加

沙)的情报机构的基础上，按职能(如情报收集、反恐

等)将原有的 8个情报机构整合为 2至 3个。阿拉法

特本人的拖延以及始于1996年的地区安全危机使中

情局提出的巴自治政府情报建制方案相当时期里处

于搁置状态；“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

程陷入死胡同，中情局再次尝试帮助巴自治政府建

立现代情报制度。小布什政府初期，中情局派出专

家团，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安全官员就巴自治政府

情报制度改革进行磋商，并提交有关重组巴自治政

府安全部门的计划，相对于 20世纪 90年代的改革计

划，新计划仍然以集中、统一为指导原则，明确主张

建立一个由文官领导的内阁部长级情报部门，该计

划还涉及机构职能、人员招募、培训的程序和方法，

以及更为具体的组织架构等。

(二)通过斡旋管控危机，挽救和平进程

1995年 11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为巴以和平进程蒙上阴影。从

1996年初开始直至 21世纪初，巴以和平进程不断经

受双方暴力冲突的考验，为该进程投入巨大政治和

外交资源的美国政府则不断以外交手段挽救濒临破

产的和平进程，中情局积极参与挽救和平进程的外

交活动。

1.特尼特与《怀伊河备忘录》(Wye River Memo⁃
randum)。1996年 2月，巴勒斯坦“哈马斯”(Hamas)发
动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引发以色列报复行动，

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则激发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

的对抗和对巴自治政府和解政策的怀疑和反对。“哈

马斯”袭击及其产生的后果危及巴以和平进程，为挽

救脆弱的和平进程，克林顿总统于 1996年亲率美国

政府中东和平团队赶赴中东，在飞往中东途中，克林

顿总统与其幕僚商定了挽救中东和平的计划，即尽

快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召开“和

平缔造者峰会”(the Peacemakers Summit)，确保按《奥

斯陆协议》继续推进和平进程；鉴于以色列和巴自治

政府的安全合作是巴以全面和解的关键和前提，而

“哈马斯”的袭击引发的以色列报复行动不断破坏以

色列与巴自治政府之间的互信，美国需要在巴以间

搭建相互沟通和合作的桥梁，斡旋、协调其分歧。克

林顿总统中东和平特使邓尼斯·罗斯(Dennis Ross)当
即建议，由中情局在巴以之间架设对话的桥梁，同机

的中情局局长约翰·多依奇(John Deutch)推荐时任中

情局副局长的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代表美国

政府，协调巴以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获克林顿

和罗斯同意。

“和平缔造者峰会”前夕，特尼特奔赴中东，分别

会晤巴以安全官员，了解双方基本立场、诉求及裂

隙。结合中情局驻中东诸情报站的调研，特尼特勾

勒出巴以在安全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巨大差异：以色

列要求巴自治政府采取更具实质意义的反恐举措，

后者则要求以方放弃或缓解以反恐为名采取的强制

手段，包括军事占领、定点清除，以及扩建定居点等，

巴以难以弥合的分歧是双方都以对方的实质性让步

作为己方让步的先决条件。基于此类判断，克林顿

政府确立了促成巴以重启安全合作的策略，即首先

说服阿拉法特原则上承诺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

以此承诺换取以方采取同样姿态，美方将以此为基

础，促成巴以达成具有实质性的具体安全协议。在

“和平缔造者峰会”上，罗斯以“以巴安全合作有利于

维护阿拉法特自身地位”为由说服阿拉法特承诺重

启以巴安全合作，在以色列接受类似原则后，克林顿

政府决定在即将于美国举行的怀伊河峰会上促成巴

以就安全合作达成具体协议。

1996年 9月，以色列开始修建位于耶路撒冷旧

城“哭墙”下的隧道，触发巴以全面冲突，巴以安全合

作和对话全面中止，也使怀伊河峰会被推迟到 1998
年10月。为在首脑会议前敲定安全协议的主要内容

和细节，升任中情局局长的特尼特率中情局代表团

前往中东，与巴以安全官员会晤。特尼特在美国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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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领事馆先后会晤了巴自治政府主要情报机

构的领导和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Shin Bet)的
头目，在了解双方分歧后，特尼特在领事馆“密室”主

持美巴以三方安全官员会晤，就巴以恢复安全合作

的原则达成一致，即巴方首先采取实质性反恐举措，

换取以方撤出巴勒斯坦某些地区。怀伊河峰会前

夕，特尼特在华盛顿会晤以色列主要情报机构的头

目，承诺中情局特拉维夫站将负责监督安全协议的

实施，与此同时，在中情局特拉维夫站站长的协调

下，巴以安全官员就协议草案基本达成一致。和平

峰会期间，特尼特以中情局局长身份参加美国代表

团，负责说服以巴首脑接受协议草案，特尼特不仅斡

旋于阿拉法特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
tanyahu)之间，还将二者对草案的分歧传达给巴以安

全官员，协调其修改，并最终于 10月 21日达成协

议。该协议体现于美巴以于 10月 23日签署的《怀

伊河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了巴方以反恐换取以方

领土转让的具体举措，包括成立美巴双边委员会、巴

以最高安全委员会和美巴以三边委员会作为协调机

制，其《秘密附录》(Secret Annex)则强调中情局在这

些机制中的协调和监督作用。

2.特尼特计划。《怀伊河备忘录》暂时缓解了巴

以冲突，但巴以和平进程很快面临新的挑战。2000
年 9月，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Likud)领袖阿里埃

勒·沙龙(Ariel Sharon)访问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圣

殿山(the Temple Mount)，引发新一轮巴以冲突，巴以

和平进程再度陷入危机。克林顿政府再次试图以首

脑外交挽救和平进程，于同年 10月先后在巴黎和沙

姆-沙伊赫主持召开中东和平峰会。特尼特仍以中

情局局长身份参加这些会议，负责在安全领域协调

巴以立场，敦促双方结束冲突，以《怀伊河备忘录》为

基础，恢复安全对话与合作。巴黎峰会上达成的停

火协议并未得到遵守，在沙姆-沙伊赫峰会上，特尼

特斡旋的重点在于，巴方接受以色列的反恐要求，而

以方则同意巴自治政府提出的调查冲突起因的要

求。特尼特与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进行了数轮磋商，最终敲定以方向巴方提出的

反恐要求，在特尼特极力劝说阿拉法特同意采取这

些反恐举措后，克林顿总统宣布组成由美国前参议

员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任主席的委员会，调

查冲突原因，并提出重启和平进程的举措。

2001年 5月 4日，米切尔委员会公布最终报告，

强调恢复和谈的主要路径在于，巴自治政府采取实

质反恐措施，而以色列则放弃或减缓针对巴勒斯坦

的镇压。巴以口头上接受该报告，但并未真正实现

停火。新近入主白宫的小布什总统派遣特尼特前往

中东调解。特尼特在此番中东斡旋中分别向巴以双

方提交恢复安全对话和合作的计划，外界称“特尼特

计划”。除要求双方在接受计划后 48小时内实现停

火并恢复安全合作外，该计划要求巴方立即逮捕 34
名恐怖分子，停止煽动对犹太人的仇视，停止袭击以

色列目标，以及收缴用于袭击以色列城镇的火箭弹；

同时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巴勒斯坦城镇的封锁并将以

军撤至 2000年 9月的位置。为劝说巴以接受该计

划，特尼特亲自主持巴以最高安全委员会会议，协调

双方安全官员的立场。在得知阿拉法特极有可能拒

绝该计划后，特尼特不惜以放弃调解、返回美国向阿

拉法特施压，迫使后者最终于当年 6月 12日接受所

谓的“特尼特计划”。

3.中情局驻中东情报官员的斡旋活动。除特尼

特以中情局局长身份参与巴以和平进程的外交活动

外，中情局驻中东的情报官员也在当地斡旋、调解巴

以冲突。“隧道危机”后，克林顿政府利用中情局特拉

维夫站维系危在旦夕的和平进程，该站一度成为巴

以安全官员碰面的唯一场所。尽管巴以双方利用该

场所相互指责并向美方抱怨对方违反和平协议，但

美方则利用中情局特拉维夫站了解双方的诉求差

异，竭力规劝巴以避免冲突升级，为双方重启安全合

作赢得时间；中情局特拉维夫站的官员还积极参与

《怀伊河备忘录》和“特尼特计划”的草拟。“神殿山事

件后”，特拉维夫站的官员两度斡旋危机事件：2002
年 3月，以色列旅游部部长遇刺身亡，以色列在随后

发起的报复行动中包围了阿拉法特在拉马拉的官

邸，要求巴方交出藏匿其中的行刺旅游部部长的恐

怖分子，并同时包围了伯利恒(Bethlehem)的一座藏

有恐怖分子的教堂。在拉马拉，中情局官员在巴以

双方之间进行了艰难的调解，并提出解决方案，即藏

匿在官邸的恐怖分子交由巴勒斯坦法庭审判，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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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局官员监督判决的执行，在说服双方接受该提议

后，中情局官员安排车队，护送恐怖分子撤离；在伯

利恒，中情局官员会同欧盟代表在以色列与恐怖分

子之间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即藏匿在教堂的恐怖分

子缴械，并被引渡到欧洲受审。

综上所述，1994年至 2002年，中情局以安全援

助提供者和斡旋者角色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其活动

主要在两个层级展开：特尼特先后以中情局副局长

和局长身份参与克林顿政府中东和平团队，在一系

列中东和平峰会上斡旋、协调巴以在安全问题上的

立场，而中情局驻中东办事机构——尤其是特拉维

夫站——则在当地通过安全援助和斡旋积极活动于

以色列和巴自治政府的安全官员之间。通过特尼特

的中东之行以及中情局驻中东机构与华盛顿的往来

通讯，这两个层级在围绕巴以安全问题的外交活动

上保持协调。中情局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外交活动

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存在局限，并引发争议。

中情局向巴自治政府提供的安全援助，尤其是

物资设备以及训练和指导，有助于强化巴安全力量

并换取巴自治政府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对话和合作，

但中情局始终未能使阿拉法特按中情局蓝图打造集

中、统一的现代情报制度，此外，以色列和美国部分

安全人士指出，中情局向巴安全机构提供的武器和

情报设备，部分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为“9·11”事件之

后美国的“反恐行动”制造了麻烦；在美国挽救和平

进程的外交努力中，特尼特的斡旋、调解有助于促成

巴以接受有关协议，而中情局驻中东情报官员在当地

的协调活动则有助于管控危机，中情局的斡旋一定程

度上暂时挽救了和平进程，但无助于有效制止持续不

断的巴以冲突，中情局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标志性产

物——《怀伊河备忘录》和“特尼特计划”——并未得

到执行。

更为重要的是，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的外

交活动，这一事实本身令美国舆论困惑：外交和情报

是两种不同的政府职能，在美国分别由以国务院为

代表的外交部门和以中情局为代表的情报界实施，

中情局从事外交活动存有越俎代庖或跨界之嫌，即

便是特尼特本人，也对自己先后以中情局副局长和

局长身份参加一系列中东和平峰会，感到极不自在。

因此，本文接下来阐释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外

交活动的原因。

三、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外交活动的

原因

《奥斯陆协议》签订后，美国主导的巴以和解战

略在其具体实施层面有其特定需求，凸显既有战略

工具及其运用的不足或缺陷，而中情局的自身特质

和能力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加以弥补。本文此处以

战略工具的“需求-供给”为视角，从两个方面——美

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特定需求和中情

局自身具备的满足此类需求的特质和能力——阐释

中情局从事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原因。

(一)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特定需求

冷战后的美国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其全球战略

愿景。在“历史终结”和“和平红利”的鼓噪声中，为

彰显、维持和扩大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克林顿

政府将实现巴以和解作为其重要对外战略目标，并

凭借美国实力地位，选定美国主导的和平进程作为

实现该目标的战略路径，主要包括在巴以相互承认

的基础上，以安全合作为前提实现政治、经济和人道

主义等领域的全面和解。在促成《奥斯陆协议》、实

现巴以相互承认的过程中，克林顿政府主要以外交

为战略工具，通过“官方-非官方”以及“公开-秘密”

的多形式、多渠道谈判，开启巴以和平进程。《奥斯

陆协议》签订后，美国主导的巴以和解战略在具体实

施中先后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实现安全合作；二

是在巴以安全合作不断为暴力冲突中断后，如何停

止冲突，恢复安全合作，挽救和平进程。为应对这两

大挑战，克林顿政府仍然以外交为主要战略工具，但

既有外交工具及其实际运用不足以应对《奥斯陆协

议》实施中面临的复杂安全形势，着眼于促进和恢复

巴以安全合作的外交在实际操作层面有其特殊

需求。

1.专业需求。为落实《奥斯陆协议》，克林顿政

府着手促成巴以针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安全合

作。巴以安全合作的障碍主要源自巴自治政府反恐

能力的欠缺：以“法塔赫”准军事部队为骨干的巴安

全部队缺乏反恐情报领域的基本职业素养和实际行

动能力；巴自治政府缺乏某种集中、统一且按现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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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理念建制的情报机构。克林顿政府决定通过向

巴提供安全援助，在增进巴安全部队情报能力、促进

巴安全部门情报建制的基础上，推动巴以实现有效

安全合作。

冷战时期，以增能力、促改革为核心的对外安全

援助成为美国外交战略工具的组成部分，这类外交

战略工具的掌握者和实际操作者主要是隶属国务院

和(或)国防部的安全援助机构，旨在提升受援者——

主要是美国盟友(尤其是第三世界盟友)——抵制苏

联及其代理人的实际作战能力和国防建制。相形

之下，克林顿政府着手向巴自治政府提供的安全援

助有其特殊性，即着眼于反恐的情报能力和情报制

度，需要具备情报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国务院和

国防部既有的对外安全援助制度不足以应对此类挑

战，或者说，不是应对此类挑战的最佳候选。

在巴以冲突于 1996年重新爆发后，美国对巴以

和平进程的主导表现为通过主持一系列和平峰会以

及在冲突当地的斡旋和调节，挽救和平进程，在前一

类外交场所，克林顿政府首先希望在美方撮合下，巴

以安全官员能就停止冲突、恢复安全合作达成协议，

美方的对话者分别是巴以情报官员，调解的议题涉

及具体的情报和安全事务，无论是语境和术语都凸

显情报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而此前参与峰会的克林

顿政府中东和平团队成员主要由国务卿、国家安全

顾问、中东和平特使等组成，缺乏情报事务的具体

的、系统的知识，难以在峰会上斡旋、调解巴以安全

冲突。而在巴以冲突当地，为恢复巴以安全合作，美

方需要调解、游说巴以负责当地具体安全和情报事

务的官员，这类斡旋需要更为专业的情报知识、技能

和经验，而这正是国务院和美国其他机构驻当地的

人员所欠缺的。

2.保密需求。所有外交活动都具有程度不一的

保密性。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涉及“化敌为友”

的重大外交政策变化，牵涉多方利益，保守秘密是持

续推进和平进程的重要前提。达成《奥斯陆协议》的

外交谈判以“官方-半官方+公开-秘密”模式为基础。

美国此后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向巴自

治政府提供安全援助以及为挽救和平进程而斡旋巴

以冲突——则对保密性有独特或更高的需求。

美国向巴自治政府提供安全援助的具体对象、内

容和目标直接涉及情报事务，需要按情报专业固有的

保密性加以实施，如培训课程、装备和情报建制等，保

密制度则是情报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美国对巴安

全援助的实施细则需要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主

要源自此类援助的内容和性质，很大程度上与上面提

及的专业需求相关，即专业的保密需求，而这正是国

务院和国防部等其他专业机构所不具备的。

在巴以冲突打断和平进程后，克林顿政府试图

以外交斡旋挽救和平进程。在一系列和平峰会上，

美方的调解需要在分别了解巴以安全官员提议的基

础上，找寻共同点和分歧，并适时提出自己的方案。

巴以内部反对和平进程的势力为巴以冲突不断恶化

的态势所鼓舞，极力找寻扩大、升级冲突，从而终止

和平进程的借口，尤其是，在巴以冲突重启后，阿拉

法特和巴自治政府的合法性不断为巴勒斯坦极端势

力所质疑。在此背景下，任何妥协方案的泄露都会

成为巴以内部极端势力煽动民众反对和解的借口，

危及谈判。从既往中东和平峰会的经验看，美方泄

密源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来自美方调解人所在的制度

机构或团体，如国务院、国防部、白宫，以及总统的中

东和平顾问团队。为确保美国的斡旋在极端保密状

态下进行，美方在和平峰会上主导巴以恢复安全合

作的调解人需要更具保密性的制度背景。在巴以冲

突现场，美方的斡旋旨在随时防止一触即发的冲突，

调解人在往返、游说于冲突各方的过程中，了解调解

对象的诉求甚至具体的行动方案和能力，此类信息

的泄露不仅会成为极端势力重启冲突的借口，而且

会为恐怖袭击提供便利。因此，美国在巴以冲突前

线的斡旋有必要交由将保密视为和融入其制度文化

的机构及其人员实施。保密性不同程度地伴随国务

院和国防部等机构的各种具体行动，但并非这类机

构本身的属性，难以满足在中东巴以冲突前线承担

斡旋的保密需求。

3.能力需求。巴以和平进程涉及多方利益，通

往《奥斯陆协议》的外交谈判除“公开”与“秘密”相结

合外，还借助多种渠道进行，包括非官方的“二轨外

交”。克林顿政府为达成《奥斯陆协议》而动员、利用

了多种关系，包括某些私营部门和商界人士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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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在 1994年至

2002年期间的外交活动则对动员和利用海外社会关

系网络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在向巴自治政府提供安全援助的外交活动中，

美方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阿拉法特为实现“分而治

之”而容许巴自治政府拥有 8个独立情报机构，美国

提供安全援助时，需要在巴既有的情报机构间分配

援助资源，并在与巴自治政府各情报机构相互沟通

和协调的基础上，提出情报建制方案，这就要求美国

实施援助的机构需具备与巴自治政府各情报单位打

交道的能力。此外，《奥斯陆协议》签订后的两年

里，美国主导的巴以和解以促进巴以安全合作为重

点，实施此类外交活动的机构及其官员需要兼具与

巴以各情报机构打交道、并在它们之间牵线搭桥的

能力，这种能力基于扎根当地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

系网络，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倡导的“公共外

交”和“防务外交”当时尚未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巴以

冲突地区，这两个机构不具备同时与巴以双方的政

府部门及社会势力有效沟通的能力，难以承担向巴

提供安全援助并促成巴以安全合作的外交活动。

1996年巴以冲突重新爆发，为挽救和平进程，美

国试图通过一系列和平峰会及冲突前线的斡旋、调

解，恢复巴以安全合作。在和平峰会上，美国主导安

全问题的斡旋者需要游说、调解于巴以诸多情报机构

首脑之间，这就要求美方斡旋者具备同时与巴以各情

报机构首脑沟通、交流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源自美

国与巴以双方在安全和情报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以及

斡旋者与巴以主要情报机构首脑的工作或个人关系；

在巴以冲突现场，为防止冲突扩大、升级，美方斡旋者

需具备随时与冲突各方(包括巴以双方的极端势力)沟
通、并在他们之间促成对话和停火的能力，此类能力

主要以斡旋者与冲突各方及当地各种社会势力的工

作关系甚至个人私交为基础。无论在和平峰会还是

在巴以冲突前线，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和中东和平顾

问团等机构或团体的成员很难具备同时与巴以情报

机构负责人及冲突各方联络、沟通的能力。

(二)中情局特质和能力与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

动需求的切合

中情局是美国创设于冷战初期的情报机构，是

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能是

通过情报收集和分析，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提供有

关竞争对手能力和动机的知识。冷战期间，中情局

的职能有所扩展，通过从事政治战、心理战等隐秘行

动服务于美国特定的国家安全目标，隐秘行动的实

施及其一定的有效性，使中情局逐渐突破“信息提供

者”情报范式，成为美国实施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备

选工具，也就是情报研究界所称的介于外交与战争

的“第三种选择”。冷战结束，克林顿政府大肆鼓吹

世界新秩序并将之应用于中东之时，中情局正面临

制度生存危机，在美国部分国内舆论看来，“分享和

平红利”意味着缩减甚至裁撤某些国家安全机构，包

括中情局。中情局在冷战后美国国内关于国家安全

事务的大辩论中得以存活，尽管其预算和人员大幅

度缩减，但作为一种国家安全制度，中情局自身的特

质或文化，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且留存一定的海外行

动能力，这些特质或能力与从事巴以和平进程外交

活动的特定需求高度切合。

1.中情局与专业需求的切合。直到 20世纪中

期，美国才通过立法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的以中情

局为代表的国家情报制度，但迫于对苏冷战需要，中

情局很快发展成为以现代国家情报观为指导的职业

情报机构，其职业特征符合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

的专业要求。相对于其他大国，中情局起步较晚，但

很快以其显著的职业特征立足于世界情报界：借助

现代科技的情报收集手段、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分

析方法，以及作为战略工具的海外隐秘行动。为强

化其职业技能，中情局在美国拥有自己的培训机构，

传授情报分析和秘密行动技能，并与国内教育界建

立合作关系，以利于人才招募和知识更新。

在向巴自治政府提供以情报援助为主的安全援

助过程中，中情局基于情报职业需求的评估，针对性

向巴情报机构提供培训和装备。中情局冷战时期的

隐秘行动包括向反苏抵抗力量提供装备和培训，为

此形成了一整套向海外提供安全援助的机制和程

序，应用于援助巴自治政府时，能在两年时间里使援

助物资和培训迅速到位，增强巴自治政府情报机构

反恐能力；特尼特先后以中情局副局长和局长身份，

参加克林顿政府为挽救巴以和平进程而主导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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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峰会，负责调解巴以安全冲突。在入职中情局副

局长之前的 10年里，特尼特先后担任参议院特设情

报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家安全

委员会负责情报事务的特别助理。特尼特的资深情

报背景，加之入职中情局后参与情报事务管理，使其

在中东和平峰会期间主持的美巴以情报高官对话能

够以安全情报术语，在专业的语境中进行，《怀伊河

备忘录》和“特尼特计划”涉及的安全细则体现了特

尼特娴熟的安全情报知识；在巴以冲突前线，中情局

驻当地机构及其官员的专业技能应用于防止冲突扩

大、升级。在中情局特拉维夫站于 2002年 3月斡旋、

调解的两次危机事件中，该站情报人员以其迅速的

反应、精准的职业判断、娴熟的谈判技巧和成熟的组

织能力，成功化解了“阿拉法特官邸封锁事件”和“伯

利恒教堂人质事件”。

2.中情局与保密需求的切合。保密性是所有情

报机构的固有属性，中情局也不例外。由于美国特

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对于其他大国的情报机构，

中情局更大程度地受制于立法机构的问责制度，具

有较强透明度。但出于职业规范，中情局的工作流

程和行动细则仍属高度保密的事务，保守秘密已深

深嵌入中情局的日常工作，成为其制度文化的组成

部分，以此为背景的中情局各级官员在具体行动中

视保密为其重要天职，与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

保密要求相切合。

克林顿政府通过中情局向巴自治政府提供安全

援助，该事件本身并非什么秘密，为美国和中东媒体

公开报道，但至于援助细则，如装备种类和数量，培

训人员人数及其背景、情报建制方案细节，等等，中

情局则对外界守口如瓶，只是在以色列国防军于

2002年 3月攻陷位于拉马拉的巴自治政府预防安全

局总部后，外界才从以军缴获的情报设备中得知部

分中情局具体的物资援助；特尼特以中情局副局长

和局长身份参加中东和平峰会，他在回忆录中一再

提及，其中情局(副局长和局长)的身份认同使其不太

适应聚光灯下的和平峰会。但这种秘密身份认同恰

好是峰会期间美国幕后主导的巴以安全合作所需要

的，特尼特不仅本人尽量避开聚光灯，且一再告诫身

在兰利(Lanley)总部的中情局各级官员，不得就他本

人参与中东和平峰会一事公开发表评论，更不得向

外界透露中情局斡旋巴以冲突的任何具体方案；在

巴以冲突现场，中情局驻当地官员的斡旋活动本身

也是媒体公开报道的事项，但在对多起冲突的调解

中，特拉维夫站官员始终对冲突各方及美方的“底

牌”严格保密，这也是中情局特拉维夫站能够成功化

解“阿拉法特官邸封锁事件”和“伯利恒教堂人质事

件”的重要原因。

3.中情局与能力需求的切合。迫于对苏冷战需

要，中情局成立后不断强化其情报收集、分析和海外

“隐秘行动”能力，这些能力主要源自美国建于海外

的“情报基础设施”(Intelligence Infrastructure)，即美

国为情报收集、分析和实施隐秘行动而建立的各色

技术平台、掩护组织和设施，以及人力情报资源网

络。中情局在全球编织的人力情报资源网络以驻

扎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情报站为关键节

点，在情报站所驻扎的国家和(或)地区收集情报、招

募特工。在“现实主义”“不确定性”“危机”和“风险”

等概念的熏陶下，中情局的海外特工在情报实践中

十分注重培育着眼于未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拘一

格地建立与当地各色人物的关系，从政府各部门到

在野各党派，从军队到情报系统，从劳工组织到文教

部门，从非政府组织到各种社会势力，无一不是中情

局为打造、充实海外人力情报资源网络而极力发展

的对象。中情局的海外人力情报资源网络是服务美

国国家情报的社会关系网络。

就中东而言，中情局在冷战时期先后于开罗、贝

鲁特、特拉维夫等地建立海外情报站，不仅成为中情

局在该地区收集情报和从事“隐秘行动”的桥头堡，也

是中情局在中东主要国家乃至整个地区编织海外人

力情报资源网络的据点。相对于英法俄等中东域外

大国，美国是后来者。但中情局的阿拉伯事务专家以

驻中东的情报站为据点，开展活动。他们通过与美

国私营部门的合作，迅速而有效地渗入中东，为打造

服务于中情局的社会关系网络开辟了捷径：中情局通

过与长期扎根中东的两大教育机构——开罗美利坚

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AUC)和贝鲁特美

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AUB)——合

作，借助其影响力，建立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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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中情局还通过与美国的石油公司及研究

机构考古发掘队的合作，渗入中东社会。

整个冷战时期，中情局在中东的人力情报资源

网络发展迅速，与中东多种势力建立了联系，很大程

度上具备与中东冲突各方打交道的能力。就巴以冲

突的以方而言，美以情报合作是美以同盟关系的重

要内容，中情局先后与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国内反

情报机构和军事情报机构建立制度性的或个人的联

络渠道；中情局分别与在以色列政坛长期轮流执政

的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保有私人联系渠道；中情局特

拉维夫站还重视与以色列“右翼”极端势力保持联

系。就巴以冲突的巴方而言，中情局贝鲁特站早在

1974年就开始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接触，并建

立长期对话机制。美国于 1988年在突尼斯开设“美

国-巴勒斯坦联络处”(the US-Palestinian Liaison Of⁃
fice)后，中情局派员进驻该联络处，并与阿拉法特手

下的情报事务官员建立对话机制。与此同时，驻“美

国-巴勒斯坦联络处”的中情局官员开始与“巴解”以

外的其他巴勒斯坦组织接触，包括某些极端组织和

势力。中情局分别与巴以双方建立的社会关系网

络使其具备与冲突相关各方打交道的能力。

《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巴以和平进程的外交活

动先后集中于促进巴以安全合作及挽救和平进程，

需要具有与巴以相关各方打交道的能力，而这种能

力正为中情局所具备。在向巴自治政府提供安全援

助时，正是通过与巴自治政府各情报机构既有的联

系渠道或人际关系，中情局才能够在各机构或派别

间协调援助额度及类别，并在熟悉或协调各方立场

的基础上提出情报建制方案；在向巴以双方“兜售”

《怀伊河备忘录》和“特尼特计划”的过程中，特尼特

利用与巴自治政府加沙安全事务负责人穆罕默德·

达兰(Mohammed Dahlan)和以色列“辛贝特”高官以色

列·哈逊(Israel Hassoon)建有的良好工作关系，寻求

谈判取得突破。在《奥斯陆协议》后的巴以和平进

程中，以色列政坛出现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轮流执政

的局面，正是以中情局与以色列两大政党均保有联

络渠道为基础，特尼特在和平峰会上与以色列代表

团的接触才能不为以色列国内选情所影响；在巴以

冲突前线，特拉维夫站之所以能成功化解“阿拉法特

官邸封锁事件”和“伯利恒教堂人质事件”，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与冲突各方保持的沟通渠道及某些个人

关系。

以上论述显示，美国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

从事外交活动，一方面源于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

程在战略实施层面的需求，即美国缔造中东和平的

战略以外交为主要手段，但致力于巴以和解的外交

活动在具体实施时有其特定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

情局所具有的特质和能力与这些要求高度切合，使

其成为美国促进巴以和解的重要外交工具。以色列

情报专家西皮若一语道破美国中情局当年参与巴以

和平进程的逻辑，即当美国面临某些公开或传统外

交活动无法应对的外交问题，而情报机构恰好具备

从事这些活动的能力时，情报机构的参与就顺理成

章了。换言之，情报机构从事外交活动的逻辑在于

特定外交需求与情报机构特质和能力的切合，这不

仅适用于解释中情局参与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

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阐释国际事务中此类并非罕

见的现象——情报机构参与外交活动。

四、中情局促进巴以和解的外交活动：考察“情

报外交”的参照

“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主导巴以和平进

程的意愿大幅降低，美国全球战略以反恐为核心，美

国在中东以“反恐战争”而非“中东和平进程”作为建

立地区秩序的战略路径。此后，巴以和平进程陷入死

胡同，尽管美国政府口头上仍然承诺致力于巴以和平

进程和中东全面和解。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尤其是

2022年“俄乌冲突”后，美国外交界、情报界乃至更为

广泛的战略界倡导所谓“情报外交”，主张情报界通过

从事外交活动，实现情报赋能外交。中情局在巴以和

平进程中从事外交活动的事例距今已近 30年，其间

美国对外战略经历了从建立世界新秩序到全球反恐

战争，再到大国竞争的演变，但上述西皮若总结的有

关情报机构参与外交活动的逻辑，仍然适用于美国在

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情报外交”。

(一)外交为何需要赋能：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外

交及其特定需求

30年前，以所谓“世界新秩序”为指引，克林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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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将促进巴以和解、缔造中东和平视为重要对外战

略目标，以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作为实现该目

标的战略路径，并选择外交作为促成巴以和解的战

略工具，但在具体实践中，传统外交工具及其应用不

足以满足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特定

需求。外交的赋能需求实际上源自战略实施层面的

这类特定需求。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外交实

践同样面临复杂挑战引发的特定需求。

1.外交在美国大国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性。在

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以大国竞争为主

调，强调在竞争中击败或削弱战略对手，在维持和

扩大美国战略优势的基础上，挽救、巩固美国主导

的国际秩序。外交在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中占据

重要地位，仍然是当今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

大国间的互动主要可分为和平交往、战略竞争和武

装冲突(或战争)三种情形，美国战略界认为，当今

的大国互动主要以战略竞争形式展开。作为战略

工具，外交在美国大国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性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竞争战略本身；二是防止大国互动

从竞争滑向战争。就前者而言，美国的大国竞争战

略强调在低于战争门槛的前提下，综合利用美国在

军事、科技、联盟体系和国际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对

竞争对手施压，在提升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同时，

削弱对手。对竞争对手的施压除了以制裁、军事威

慑、代理人战争等形式出现外，还强调通过具体的

“拒止战略”(Strategy of Denial)阻止对手获得优

势。美国外交的“拒止战略”占据重要地位，尤其

是在此类活动中争取盟友支持方面，如阻止竞争对

手获取关键技术；阻止竞争对手在全球战略要地从

事基础设施建设及获取战时通行权；以及阻止对手

在国际制度中提升影响力；等等。就防止大国竞争

升级为战争而言，美国战略界目前倾向于凭借竞争

战略削弱对手，避免大国互动从战略竞争升级为全

面战争，因此，外交——尤其是“去冲突、去风险”外

交——对于美国维持目前以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

互动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所

谓的“去冲突、去风险”主要是指防止、化解竞争大

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此类风险

一是源自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关键场所，如台海、

南海和乌克兰；二是源自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次要

场所，如中东、非洲和拉美，这些地区热点冲突的升

级和外溢有可能造成大国直接卷入或对抗的局面。

此外，以外交手段化解地区冲突，缔造地区和平，这

本身也是美国与其战略对手在次要地缘场所争夺

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2.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外交实践的特定需求。在

实施大国竞争战略时，美国着眼于“拒止”和“去冲

突、去风险”的外交实践面临复杂挑战，需要满足专

业、保密和能力方面的特定需求。

美国“拒止”对手的战略主要以外交为工具，劝

诱盟友支持美国阻止竞争对手赢得竞争优势，但相

关的外交谈判，无论是涉及高新技术、基础设施，还

是涉及战略通道，美国通常以“国家安全”作为“拒

止”对手的理由，强调战略竞争对手因获取高新技

术、战略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和营运权而对美国及

其盟友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与此相关的外交谈

判需要极其专业的国家安全情报术语和相应的语

境，要求谈判和咨询有美国及其盟友的情报机构参

与；此类谈判涉及敏感的利益交换，即美国以什么换

取盟友的支持和配合，因此，相关对话和谈判需要在

保密状态下进行；美国请求盟友支持其“拒止”要求，

涉及盟国内部情报界、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私营企业

等多方利益，需要美方谈判者具备与盟国内部利益

相关各方打交道的能力。

为防止大国间在关键地缘场所的战略竞争升级

为大规模直接武装冲突或战争，美国需要通过外交

手段防止或化解危机事件，此类“去冲突、去风险”外

交活动需要具备极其专业的国家安全情报知识，并

为避免相关妥协引发国内“鹰派”的不满或反对而需

要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且因涉及对手内部及盟国多

方利益，需要美国谈判者具备多种联络渠道和与多

方打交道的能力；美国在次要地缘场所的“去冲突、

去风险”外交主要是美国在冲突各方之间的斡旋、调

解，伯恩斯认为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爆发后在中东

的人质外交谈判是美国旨在防止冲突升级和外溢的

“去冲突、去风险”外交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具备专

业的国家安全情报知识、防止“底牌”泄露的保密性，

以及与冲突各方打交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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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报为何能够赋能：美国情报界与美国外交

特定需求的切合

中情局之所以能够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外交

活动，主要源于中情局自身具备满足此类外交活动

特定需求的特质和能力，今天的美国情报界能够赋

能美国外交，同样源于美国情报界类似的特质和

能力。

长期以来，情报研究界就“情报”定义存在严重

分歧。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情报界和战略界

逐渐取得共识，即“情报”不仅是服务于国家安全战

略决策的信息和知识，也是一种国家安全制度(情报

机构)和具备行动(海外隐秘行动)能力的战略工具，

既然“情报”意味着某种行动能力或战略工具，其具

体使用则有赖于特定的战略目标，即既可服务于颠

覆或破坏目的(如冷战时期的隐秘行动)，也可用于

“去冲突、去风险”的外交调解。基于对“情报”的广

义理解，美国外交界、情报界和战略界提出“情报”在

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大有可为，情报界首先可以通过

从事外交活动实现情报赋能外交，但这类倡导没有

阐明的是，情报界从事外交活动的资质实际上源于

情报界的特质和能力。

1.美国情报界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外交资

质：专业性和保密性。美国情报界的专业性和保密

性与上面提及的美国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某些外

交活动的特定需求高度切合，是美国情报界在新的

大国竞争时代从事外交活动的重要资质。从以巴以

和平进程为标志的世界新秩序打造到新一轮大国战

略竞争，伴随着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美国情报界其间

经历了“反恐战争”历练。鉴于“9·11”事件的教训，

身处反恐一线的美国情报界进行了重大制度改革，

中情局在情报界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各情报机

构间的协调、合作有所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有

所改善，服务于反恐战略的海外隐秘行动得以大力

展开，无论是作为信息和知识提供者或作为一种国

家安全制度，还是作为具备海外行动能力的战略工

具，美国情报界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从20世纪

9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逐步推广以“公开、透明”为

核心理念的治理模式，包括美国情报界在内的国家

安全部门也开始面向公众阐明其职能和存在的意

义，“反恐战争”期间，国会顺应民众“国家安全与公

民自由保持适当平衡”的要求，强化情报界的问责制

度，但这些只是有助于减低或消除情报界在公众心

目中的“神秘性”，并不触及情报界本身固有的“保密

性”，保守秘密仍然是美国情报界的固有属性。专

业性和保密性仍然是当今美国情报界的特质，与美

国在大国竞争时代“拒止”和“去冲突、去风险”外交

活动的特定需求——专业和保密——高度切合。

2.美国情报界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外交资

质：情报优势。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情报界和

战略界以“情报优势”表述美国的情报能力，指美国

情报界在情报收集、分析、海外隐秘行动等方面的能

力具有相对优势地位。这种相对优势有两方面的含

意：一是相对于战略竞争对手，二是相对于私营部门

(包括技术公司和私营情报组织)。美国情报界和战

略界较为一致地认为，由于“反恐战争”以来美国不

断地将新兴技术应用于情报收集、分析和海外隐秘

行动，美国情报界的能力不断提升，但由于主要竞争

对手也得益于技术进步，美国相对于他们的情报优

势不断缩小，更为重要的是，私营部门——包括技术

公司和私营情报组织——打破了政府对情报资源的

垄断，美国的情报优势被进一步削弱。但美国情报

界和战略界强调，总体上看，相对于战略竞争对手和

私营部门，美国情报界在情报能力上仍占有一定优

势，战略竞争对手和私营部门对美国情报优势的挑

战主要是在收集和分析领域，而美国在海外隐秘行

动方面的情报能力，是战略竞争对手和私营部门难

以匹敌的。

美国海外隐秘行动的实施及其有效性有赖于美

国遍布全球的情报基础设施，尤其是人力情报资源

网络。“9·11”事件后，全球“反恐战争”的需要促使美

国情报界加大人力情报资源的投入，强化对中东国

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社会的渗透，当美国进入新一轮

大国战略竞争之时，美国情报界和战略界从全球“反

恐战争”继承的重大遗产之一就是深嵌于中东和世

界其他地区的人力情报资源网络，相对于冷战时期

的这类社会关系网络，服务于“反恐战争”的人力情

报资源网络涉及更多的社会力量。美国国家情报界

掌控的这些社会关系网络是美国战略界的重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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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资产”，也是其战略竞争对手难以匹敌和私营部门

望尘莫及的“情报优势”。此外，随着“反恐战争”的

深入和高新技术的应用，美国情报界逐步以“数字秘

密行动”(Digital Covert Action)完成特定的反恐任务，

所谓数字秘密行动，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策划、实施

和管理传统的海外隐秘行动。就海外隐秘行动而

言，数字秘密行动的兴起无疑将减少对人力情报资

源网络的依赖，数字网络将部分取代人力情报资源

网络，似乎使美国海外情报基础设施中的人力情报

资源网络出现人力过剩、资源浪费的现象。但美国

情报界和战略界认为，人力情报资源网络是美国情

报界历经冷战和“反恐战争”积攒的宝贵财富，由此

产生的美国情报界与当地各种社会势力打交道的能

力是美国独特的情报优势，而这种能力恰好是美国

从事大国竞争战略某些外交活动所急需的，因“数字

秘密行动”兴起而显得多余的人力情报资源网络正

好可用于赋能外交，尤其是那些需要与当地多方势

力打交道的外交，包括“去冲突、去风险”外交和“拒

止”外交。因此，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情报界

所具备的与海外多种政治和社会势力打交道的能

力，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外交活动的能力需求高

度切合，是其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从事外交活动的

重要资质。

综上所述，相对于 30年前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

程中从事外交活动的那个时代，美国当今的实力地

位、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

化，但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外交活动的内

在逻辑仍然是考察“情报外交”的重要参照。美国情

报界和战略界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倡导“情报外

交”，一方面源自外交的赋能需求，即：外交是美国大

国竞争战略中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拒止”和“去冲

突、去风险”外交，但此类外交在实践中面临传统外

交难以应对的特定需求，需要赋能；另一方面，情报

具备“赋能”资质，即美国情报界具有的特质和能力

与美国“拒止”和“去冲突、去风险”外交的特定需求，

高度切合。

结语

“情报外交”是新近兴起于美国的战略概念，本

文主要通过分析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外交

活动的事例，理解“情报外交”的战略逻辑。1994年
至 2002年期间，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的外

交活动主要包括：试图通过向巴自治政府提供安全

援助(1994年至 1996年)促进巴以安全合作以及尝试

通过斡旋、调解巴以冲突挽救和平进程。本文重点

阐释中情局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从事外交活动的原

因，以战略工具的“需求-供给”为视角，分别论述巴

以和平进程外交活动的特定需求以及中情局所具备

的符合此类需求的特质和能力，从而论证情报机构

参与外交活动的逻辑在于特定外交需求与情报机构

特质和能力的切合。此逻辑有助于我们探究、理解

美国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情报外交”：一方面，美

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仍以外交为重要战略工具，但美

国在某些领域的外交活动——如“拒止”和“去冲突、

去风险”——有其特定需求；另一方面，美国情报界

的特质和能力使其具备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扮演外

交角色的资质，竞争战略的外交需求与情报界外交

资质的结合是催生“情报外交”的战略逻辑。

“情报外交”是美国外交界、情报界和战略界新

近提出的战略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关注有限，有

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问题较多，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首先，“情报外交”目前仍属于某种倡导性的战

略概念，现实的实践案例并不多见，除本文开头提及

的伯恩斯以中情局局长身份参加人质谈判以外，另

一具体实践的案例就是，据伯恩斯撰文透露，中情局

强化了与其战略竞争对手情报机构的联络渠道，以

备管控大国竞争危机、防止战争之用。这两个现实

事例都是情报机构从事“去冲突、去风险”的外交活

动；早些时候，为阻止战略竞争对手在以色列获取技

术和从事基础设施营运，美国情报界会同以色列同

行向以政府施压，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劝阻以方

与美国竞争对手的合作，美国情报界也在劝阻其他

国家，如阿联酋、沙特等，从事类似的“拒止”外交。

迄今为止，“情报外交”的现实事例并不多见，该战略

概念是否会更多地用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外交实

践，有待进一步观察。

其次，按照美国立法，情报界的职能主要是情报

收集和分析，并无法定外交职能。本文论述中提及，

··45



2025.2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情局根据总统行政令或应总统请求参与巴以和平

进程外交活动，上述为数不多的“情报外交”现实事

例也是依据行政部门的规则和程序行事，迄今为止，

情报界从事外交活动的现象尚未引起立法和司法部

门的足够关注。有待考察的是，如果“情报外交”更

多地应用于战略实践，美国立法和司法系统是否会

就此现象做出某种反应，以问责或规制“情报外交”

实践。

最后，与上一点相关的是，有关研究指出，在中

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城邦国家，情报和外交职

能往往由同一个人或制度承担，只是在现代民族-国
家兴起后，外交和情报职能分别由不同的制度机构

承担；在新一轮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相关人士提

出“情报外交”，旨在通过情报赋能外交，赢取竞争优

势。本文仅从战略工具的“需求-供给”视角考察“情

报外交”的战略逻辑，缺乏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社
会背景，有待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感谢《美国研究》编辑部老师和匿名评审专家的

修改意见和建议，笔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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